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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法定婚龄适时可行吗？

———基于北京市近年初婚年龄的实证研究

高　颖，张秀兰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　基于北京市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的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表明，近８年北京市男女平均初
婚年龄均高出法定婚龄近６岁，且有进一步推迟的趋势，城乡的晚婚率也逐渐提高；法定婚龄对
于婚姻决策的影响非常有限，从而具备了下调空间。但是对２２岁初婚男性和２０岁初婚女性的
特征分析表明，早婚人群以农村低教育程度的青年为主。在逆向选择的作用下，降低法定婚龄的
潜在惠及人群很可能并不只是少数“确有早婚需要的人”，而是大量并不适宜早婚的群体；政策的
引导作用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早婚并引发生育控制、妇幼健康等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
现实情况下，降低法定婚龄并不能起到调节生育和优化人口结构的作用，宜暂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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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法定婚龄即法律规定的男女结婚的最低年龄，

是婚姻成立的必备条件之一。我国于１９８０年颁布
的《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
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２００１年修改后的《婚姻法》仍沿用了这一规定。相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我国的法定婚龄明显偏高，在
过去３０年中对控制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
及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有关降低法定婚龄的呼声
渐起，在２０１２年３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
代表上交提案建议将男女的法定结婚年龄降低至

１８周岁，一方面有利于保护低龄事实婚姻者的合
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缓解育龄的延迟问题，

以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①。

婚姻法对于法定婚龄的界定主要依据自然因

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人的心理和
生理成长状况，在发育成熟的情况下即具备了结婚
的身心条件；后者则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人口
发展、道德、宗教及民族风俗习惯等内容，也是我国
确定法定婚龄时所偏重考虑的方面。总结相关文
献对于降低法定婚龄所提出的理由，大致可归纳为
以下几点：第一，女性１４岁、男性１６岁左右就基本
发育成熟并具有生殖能力，人为提高婚龄、限制结
婚有悖于人的生理需要，也会影响社会稳定；第二，

从人权和法律的角度讲，结婚是公民的自主权利，
年满１８岁的公民在自我承担完全的民事和刑事责
任的同时，理应享有结婚的民事权利；第三，从历史
的及国际比较的视角看，我国的法定婚龄过高，有
必要向下调整；第四，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
渐消失，老龄化问题也日趋严重，因此有必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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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法定婚龄、鼓励生育等进行适当调节（周文洋，

２００５；顾海兵，杨诶，２００８；江园，２００９；周良勇，

２０１０）。前三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也是降低法定
婚龄的积极意义所在；第四点则颇具争议性，法定
婚龄的降低是否能够起到调整人口结构的作用取

决于其对人们婚姻行为引导力的强弱，而这与我国
当前的人口婚龄状况密切相关。
目前针对法定婚龄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法

学层面，且以理论探讨和逻辑推演居多；本文力图
从实证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本研究的数据基础
是北京市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期间的婚姻登记业务数据，以双方均为中国国籍的

１，１３９，１１６对夫妇为研究对象，对其结婚年龄的变
动特点进行分析，使我们理解降低法定婚龄合理的
一面。与此同时，对近年来影响婚龄变动的主要因
素的分析，以及对于早婚群体的特征分析则使我们
对降低法定婚龄可能产生的影响有所预期，并据此

探讨其可行性。

二、北京市近年人口初婚年龄的变动

基于数据库中的登记日期和登记者的出生日

期这两个字段可以计算出夫妇双方在登记结婚时

的年龄①，由表１所示的初婚年龄的时序变化可
见，北京市近年来的初婚年龄持续走高，且女性初
婚年龄的推迟更为明显。近８年在北京登记结婚
的中国籍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２８．０５岁，且在时
序上的变动不大，每年的平均初婚年龄都稳定在

２８岁左右；女性方面的平均初婚年龄为２６．２１岁，
但在时序上具有明显的递增性，从 ２００４年的

２５．６９岁持续递增至２０１１年的２６．７３岁。在夫妇
双方均为初婚的情况下，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初婚年
龄略有下降，男性总体平均为２７．７４岁，相比不考
虑配偶时的情形显示出缓慢递增的趋势；女性总体
平均为２５．９６岁，递增的趋势依然明显。

表１　北京市近年来初婚男女的平均年龄

年份
男性 女性

双方均初婚 男初婚，女非初婚 总体 双方均初婚 男非初婚，女初婚 总体

２００４　 ２７．６３　 ３４．４３　 ２７．９２　 ２５．４５　 ２９．１２　 ２５．６９

２００５　 ２７．６４　 ３５．２６　 ２８．０２　 ２５．５３　 ２９．２０　 ２５．８０

２００６　 ２７．６８　 ３３．７７　 ２７．９２　 ２５．７７　 ２９．０６　 ２５．９８

２００７　 ２７．７０　 ３４．１６　 ２８．０４　 ２５．８０　 ２９．４６　 ２６．０９

２００８　 ２７．７８　 ３４．４６　 ２８．１０　 ２６．０３　 ２９．４６　 ２６．２９

２００９　 ２７．７２　 ３４．０７　 ２８．０１　 ２６．１０　 ２９．５５　 ２６．３４

２０１０　 ２７．７８　 ３４．４１　 ２８．１５　 ２６．１８　 ２９．７９　 ２６．４８

２０１１　 ２７．９６　 ３３．７８　 ２８．２４　 ２６．４６　 ２９．９９　 ２６．７３

总体 ２７．７４　 ３４．２３　 ２８．０５　 ２５．９６　 ２９．５０　 ２６．２１

　　表２分别计算了初婚男性和女性的晚婚率②，
其中初婚男性的总体晚婚率接近８５％，女性则接
近９０％，且在时序上比男性表现出了更显著的递
增趋势。在初婚夫妇中，夫妇双方均为晚婚者的对
数占比近８０％，晚婚夫妇的比重在８年中提高了
近１０％。
由以上数据结果可见，相比当前的法定婚龄，

北京市近年的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均高出６岁左右，
而晚婚率也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可见婚姻法对于
法定婚龄的规定基本呈自然满足状态，政策的约束
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从这个角度讲，降低法定婚龄
应该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也是近年来降低法定
婚龄的呼吁渐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０９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６期（总第２３４期）

①
②

对结婚年龄我们统一采用“登记年份—出生年份”进行计算，即没有细化到月。这种计算方式大体符合民间习惯。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男性年满２５岁、女性年满２３岁即视为晚婚，本文的晚婚率计算即以此为依据。



表２　北京市近年来初婚男女的晚婚状况

年份

男性 女性 夫妇

晚婚人数 初婚人数
晚婚率

（％）
晚婚人数 初婚人数

晚婚率

（％）
晚婚对数 初婚对数

夫妇晚婚率

（％）

２００４　 ８１，５０６　 １００，０８８　 ８１．４３　 ８７，４９２　 １０２，２５７　 ８５．５６　 ７０，８８１　 ９６，０８１　 ７３．７７

２００５　 ６２，８９４　 ７８，０３８　 ８０．５９　 ６９，２６３　 ７９，７０１　 ８６．９０　 ５４，７４３　 ７４，１２１　 ７３．８６

２００６　 １２４，５６９　 １４６，１１９　 ８５．２５　 １３４，７７２　 １４９，２２３　 ９０．３２　 １１１，８６７　 １４０，３３４　 ７９．７１

２００７　 ８１，４５９　 ９５，２７０　 ８５．５０　 ８６，７８４　 ９７，８２９　 ８８．７１　 ７１，１８３　 ９０，３５７　 ７８．７８

２００８　 １０６，２５６　 １２１，４３１　 ８７．５０　 １１１，８００　 １２４，３２３　 ８９．９３　 ９４，１８８　 １１５，５７０　 ８１．５０

２００９　 １３０，９８９　 １５１，５２５　 ８６．４５　 １３９，８８１　 １５４，９５８　 ９０．２７　 １１７，３２６　 １４４，６０２　 ８１．１４

２０１０　 ９１，１４９　 １０９，５２５　 ８３．２２　 １０１，５９３　 １１２，４８６　 ９０．３２　 ８０，８９４　 １０３，４６２　 ７８．１９

２０１１　 １２２，３０９　 １４１，４５９　 ８６．４６　 １３５，１３０　 １４５，３１１　 ９２．９９　 １１１，５７８　 １３４，５８４　 ８２．９１
总体 ８０１，１３１　 ９４３，４５５　 ８４．９１　 ８６６，７１５　 ９６６，０８８　 ８９．７１　 ７１２，６６０　 ８９９，１１１　 ７９．２６

三、影响近年初婚年龄推迟的因素分析

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初婚年龄的变动是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行为规范调整和社会

经济制度变革的客观结果。事实上，除北京之外，
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结婚年龄推迟的现象。如“近年
来沈阳的平均初婚年龄逐渐提高，２０１０年沈阳男
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２７．４６岁，女性为 ２５．５２
岁”①；又如“２０１０年上海居民初婚年龄为男性

２８．５岁、女性２６．２岁，与去年相比女性年龄上升
了０．３岁”②；“２０１１年南京人的平均结婚年龄是

２９．８岁，其中男性突破了３０岁大关，达到３０．９
岁，女性则达到２８．７岁”③等等。类似报道屡见不
鲜。这些大大高于法定婚龄的平均结婚年龄难免
使我们形成一种错觉，即降低法定婚龄的时机已经
成熟。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报道基本是针对
大城市或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地区，很多共性因素
推动着男女平均初婚年龄的不断提高。有关初婚

年龄推迟的原因，不少研究从微观角度进行了剖
析，如就业压力增大、教育水平提高、婚姻市场费用
高昂、性行为及同居等等（王仲，２０１０；崔小璐，

２０１１），本文针对北京婚姻登记数据的分析④则发
现了三个宏观层面的重要因素，即城市化水平、整
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流迁及婚姻成本的增加。

（一）城市化水平提高是平均初婚年龄推迟的
重要原因

由于北京市已达到很高的城市化水平⑤，２００９
年９月之后的数据库中没有再记录登记者的城乡
户籍特征；因此本节的分析是基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
年９月之间的数据，共包括５３３，０８２对初婚夫妇。
从表３的计算结果可见，平均初婚年龄和晚婚

率均表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总体来看，城市青年
的初婚年龄明显高于农村青年，其中男性平均高出
约２．３岁，女性约１．９岁。晚婚率方面，城市男性
的晚婚率平均为８８．９％，比农村男性高出近３０％；
城市女性平均为９３．４％，比农村女性高出约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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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联盟中国：“沈阳平均初婚年龄２６．４８岁”，ｈｔｔｐ：／／ｕｎ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ｃｓｄｔ／ｔｘｔ／２０１２－０４／１０／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９２９５６７．ｈｔｍ。

参见中国经济网：“上海女性平均初婚年龄２６．２岁 较去年上升０．３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ｅ．ｃｎ／ｘｗｚｘ／ｇｎｓｚ／ｇｄｘｗ／

２０１００１／１３／ｔ２０１００１１３＿２０７９２２１６．ｓｈｔｍｌ。

参见中国江苏网：“去年南京人平均结婚年龄２９．８岁”，ｈｔｔｐ：／／ｊｓｎｅｗｓ．ｊ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ｙｓｔｅｍ／２０１２／０１／０２／

０１２４３５６７８．ｓｈｔｍｌ。

在数据库中，由于双方均为初婚的夫妇占到总体的７８．９％，也是最通常的婚配模式，并且与我们所探讨的主题更
直接相关，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以双方均为初婚的８９９，１１１对夫妇为分析对象。

据报道，北京市２０１０年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７８．７１％，参见新华网“上海北京天津位列前三名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化
率为３４．１７％”，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２－０２／２１／ｃ＿１２２７３１９７６．ｈｔｍ。



表３　北京市城乡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及晚婚率

年份
农村男性 城市男性 农村女性 城市女性

初婚年龄 晚婚率（％） 初婚年龄 晚婚率（％） 初婚年龄 晚婚率（％） 初婚年龄 晚婚率（％）

２００４　 ２４．７７　 ４４．０１　 ２７．４３　 ８１．５２　 ２３．５０　 ５９．１２　 ２５．３１　 ８７．５５

２００５　 ２５．３６　 ５１．４２　 ２８．１５　 ８７．０１　 ２３．９９　 ６９．０３　 ２６．０２　 ９２．８０

２００６　 ２５．６２　 ５９．２８　 ２７．９９　 ８８．９１　 ２４．２６　 ７２．７９　 ２６．１１　 ９４．１２

２００７　 ２５．８１　 ６３．５０　 ２８．００　 ８８．９３　 ２４．２４　 ６９．６２　 ２６．１４　 ９２．９６

２００８　 ２６．１０　 ６７．６０　 ２８．００　 ９０．１６　 ２４．５４　 ７１．４８　 ２６．３２　 ９３．６６

２００９　 ２６．３１　 ６６．８８　 ２８．１１　 ９０．７２　 ２４．７１　 ７３．３９　 ２６．５３　 ９４．５０

总体 ２５．７２　 ５９．８６　 ２８．０１　 ８８．８８　 ２４．２６　 ７０．２７　 ２６．１８　 ９３．４１

　　作为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北京市近年来的城市
化水平仍然在快速提升，城市的文化观念势必对农
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变动趋势可见，农村青
年的初婚年龄也在逐年提高，特别是农村男性，初
婚年龄递增的趋势非常显著，晚婚率在６年中亦有
了大幅提升并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

（二）受教育程度对于初婚年龄具有重要影响
很多研究均表明，教育与初婚年龄之间具有很

强的相关性，通常受教育程度越高，结婚也越晚，特

别是对女性而言（时安卿，１９８７；刘娟，赵国昌，

２００９；Ｋａｈｎ，１９８８）。表４显示了基于北京市数据
的与不同受教育水平相对应的男女平均初婚年龄，
从中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拐点”，即不论男性还是
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最低的群体都是教育程度为
“技校／职高／中专”的人，在高于和低于此文化水平
的情况下，平均初婚年龄均有所上升，当然原因有
所不同。

表４　不同教育程度下的男女平均初婚年龄

性别 年份 小学及以下 初中 技校／职高／中专 高中 专科／本科 研究生

男性

２００４　 ３２．３７　 ２７．２１　 ２６．２１　 ２７．７５　 ２８．０３　 ２８．９０

２００５　 ３４．０９　 ２７．１７　 ２６．２３　 ２７．９１　 ２８．０９　 ２８．９４

２００６　 ３３．１６　 ２７．３２　 ２６．２４　 ２８．０２　 ２８．１５　 ２８．９１

２００７　 ３４．４３　 ２７．６６　 ２６．２５　 ２８．０５　 ２８．２２　 ２８．９２

２００８　 ３４．３６　 ２８．０８　 ２６．２９　 ２８．０７　 ２８．２６　 ２８．９３

２００９　 ３３．２７　 ２８．１０　 ２６．３８　 ２８．０５　 ２８．２５　 ２８．９８

２０１０　 ３３．９１　 ２８．７０　 ２６．３７　 ２８．０８　 ２８．３２　 ２９．１０

２０１１　 ３２．５４　 ２８．７９　 ２６．３９　 ２８．１０　 ２８．３９　 ２９．１９

总体 ３３．４７　 ２７．７９　 ２６．２５　 ２８．０４　 ２８．２５　 ２９．００

女性

２００４　 ２６．１４　 ２４．８２　 ２４．５２　 ２５．２２　 ２６．３１　 ２７．２０

２００５　 ２６．３２　 ２４．７２　 ２４．５６　 ２５．４５　 ２６．３２　 ２７．４０

２００６　 ２５．１８　 ２４．８０　 ２４．７９　 ２５．６９　 ２６．３５　 ２７．４２

２００７　 ２６．５９　 ２５．０１　 ２４．６４　 ２５．７３　 ２６．４４　 ２７．４９

２００８　 ２６．３５　 ２５．３０　 ２４．７５　 ２５．８９　 ２６．５３　 ２７．６２

２００９　 ２６．１０　 ２５．５２　 ２４．６４　 ２５．９０　 ２６．５５　 ２７．６６

２０１０　 ２８．６０　 ２６．００　 ２４．５１　 ２６．１０　 ２６．５６　 ２７．９０

２０１１　 ２７．７３　 ２６．４７　 ２４．６０　 ２６．２４　 ２６．７１　 ２８．０１

总体 ２６．５８　 ２５．２２　 ２４．６６　 ２５．７３　 ２６．５０　 ２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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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程度低反而初婚年龄偏高，这显然是由于
文化不足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人素质偏低、就业状况
不佳和发展空间有限等使之在择偶过程中困难重

重，于是要花费较长时间才能找到结婚对象；一旦
具备了初中文化，择偶条件相对就有了很大改善，
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下降了近６岁；而从技校／职
高／中专这一文化层次开始，平均初婚年龄开始随
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大，此时可用理性选择来解
释，即接受更多的教育往往有机会获得更好的工
作、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先立业后成
家”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结婚也就顺势推迟。相
对而言，教育程度偏低对于女性在婚配中的不利影
响要远小于男性。
由于数据库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

重并不高，而且整体的受教育程度在逐年提高，因
此上述结果基本印证了受教育程度与结婚年龄同

向变动的关系。
在表４中我们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即“技校／职

高／中专”和“高中”尽管本质上是同一个层次的教
育程度，但前者的平均初婚年龄却显著低于后者；
结合二者的发展方向便不难理解，与瞄准考大学的
高中生不同，选择“技校／职高／中专”的人通常具有
明确的就业导向，毕业后也更容易确定工作，于是

可以较早地考虑成家。这一结果也反映了在我国，
稳定的工作（通常意味着基本的收入和生活基础）
对于婚姻的重要性。

（三）人口流迁和婚姻成本的提高进一步推迟
了初婚年龄

按照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在京进行婚姻登记
的夫妇双方中有一方的户籍所在地为北京即可，而
在具有北京户籍的人群中，又有一部分人是自外省
市迁入北京的；这样，根据户籍和原籍所在地①，在
北京进行结婚登记的人可以区分为三类：（１）本地
人口，户籍和原籍所在地均为北京；（２）迁移人口，
即由外省市来到北京居住、并已将常住户口迁移到
北京市的人，具有北京户籍但原籍并非北京；（３）流
动人口，户籍所在地不在北京②。由表５所示的基
于８９９，１１１对初婚夫妇的计算结果可见，不论男性
还是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最低的都是北京本地人
口。从时序看，北京本地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最为
稳定，８年间基本维持在２７．４岁左右的水平，迁移
男性和流动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均稳中有升，其中
迁移男性的平均年龄最大；女性方面也是迁移人口
的初婚年龄及其增长幅度最大，８年中提高了１．２
岁。

表５　按人口不同户籍特征计算的平均初婚年龄

年份
男性 女性

本地人口 迁移人口 流动人口 总体 本地人口 迁移人口 流动人口 总体

２００４　 ２７．４８　 ２８．１７　 ２７．５０　 ２７．６３　 ２５．２２　 ２６．３５　 ２５．３９　 ２５．４５

２００５　 ２７．４０　 ２８．４２　 ２７．６３　 ２７．６４　 ２５．３２　 ２６．７５　 ２５．３２　 ２５．５３

２００６　 ２７．３９　 ２８．３３　 ２７．８６　 ２７．６８　 ２５．５５　 ２６．８２　 ２５．５７　 ２５．７７

２００７　 ２７．４１　 ２８．３７　 ２７．８９　 ２７．７０　 ２５．５９　 ２６．９１　 ２５．５４　 ２５．８０

２００８　 ２７．４８　 ２８．３８　 ２８．１５　 ２７．７８　 ２５．８４　 ２７．１２　 ２５．７７　 ２６．０３

２００９　 ２７．３９　 ２８．３７　 ２８．１１　 ２７．７２　 ２５．８９　 ２７．２１　 ２５．８６　 ２６．１０

２０１０　 ２７．４０　 ２８．４２　 ２８．２３　 ２７．７８　 ２５．９５　 ２７．４１　 ２５．９４　 ２６．１８

２０１１　 ２７．５８　 ２８．５８　 ２８．４１　 ２７．９６　 ２６．２４　 ２７．５５　 ２６．２２　 ２６．４６

总体 ２７．４４　 ２８．４０　 ２８．０３　 ２７．７４　 ２５．５３　 ２７．０７　 ２５．７５　 ２５．９６

３９高　颖　张秀兰　降低法定婚龄适时可行吗？

①

②

本文根据登记双方的身份证号码的前两位所代表的省市对其原籍所在地作出判断，因此那些１６岁之前随父母迁
入北京市的人将被视为“北京本地人口”；另外，对于持护照登记的出国人员和持军官证、士兵证的登记者，我们无
从判断其原籍所在地，这部分记录不包含在本节和下节的研究对象中。

还有一种情况是“迁出人口”，即原籍为北京但户口不在北京。但数据库中具有这一特征的记录非常少，男性仅

８１５人，女性仅５４４人，且因其已不具有北京常住户口，分析过程中我们将其归入“流动人口”一类中。



　　北京作为一个典型的人口流入地，外来人口的
比重日益提升；在双方均为初婚的夫妇中，本地男
性占比６４．７％，本地女性占比５２．１％，双方均为本
地人的组合仅占所有夫妇的４１％。人口迁移在推
高北京整体初婚年龄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近年来，日益提高的进京落户门槛使迁移人口

这一群体普遍具有高学历或较长工作年限，在“先
立业后成家”观念的影响下，初婚年龄往往顺势推
迟。除了迁移条件的影响，迁移成本亦是分析中不
可忽视的因素。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
和人口流动性的提高拓宽了社会阶层晋升的渠道，
人们未来发展的不可预见性也随之增强，较早作出
配偶选择和结婚决定无疑会增大机会成本；另一方
面，迁移活动本身需要过渡和安顿的时间，人们通
常先要有稳定的生活（如解决工作、住房等问题），
才会比较从容地完成婚姻大事。而２００４年以来正
值房价飞速上扬，就业市场形势严峻，婚姻的不确
定性也大大增加，适婚人群中一度形成了“无房不
婚”的观念和主张①，这使得以“８０后”为主体的婚
龄人口比以往任何出生队列的人群都面临更大的

压力，从而促使他们推迟初婚年龄。

四、降低法定婚龄的可能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均受

教育年限的提高，青年人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一定
的变化，初婚年龄总体上持续延后，即大多数人选
择晚婚，这无疑为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创造了有利条
件。也就是说，如果法定结婚年龄的降低不会引起
大范围的过早结婚，而只有小部分确实需要较早结
婚的人群选择结婚，那么就可以既保证少数人的权
益，又不会在大范围内产生过大的影响。
事实上，我国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类似北京的

宏观环境，不论城市化水平、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还
是总体的人口迁移状态，都和北京等大都市具有很
大反差；特别是在很多农村地区，早婚现象还是相
当普遍的（夏柱智，２０１１）。由于婚姻的认可方式是
社会性的，婚姻关系真正得到承认的关键是同村

人、男女双方的亲戚朋友等为祝贺新婚而送出的礼
金或红包，因此早婚往往是在完成传统婚礼的程序
后即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至于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反
倒在考虑的其次。但不可否认，在过去国家强权力
的影响下，农村青年的婚龄大幅推迟，即使没有完
全达到婚姻法的“苛刻”要求，也至少形成了影响，
从而使早婚者的年龄大致接近法定婚龄。一旦将
法定婚龄降低（比如男女均降至１８周岁），则相当
于对早婚人群给予了社会和法律的双重认可，难免
在客观上起到鼓励早婚的作用。我们预期，降低法
定婚龄在城市中或可“保证少数确有早婚需要的人
的权益”，但在广大农村，受传统风俗和从众思想的
影响，很可能会引起大范围的早婚。
此外，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政策敏感人群”，

即刚达到法定婚龄即领取结婚证的青年人，他们是
最有可能被政策惠及的人群。以北京为例，在总共

８９９，１１１对初婚夫妇中，２２周岁的男性有３４，２５６
人，占比３．８％；２０周岁的女性有１５，１３９人，占比

１．７％。
表６显示了２２岁男性与２０岁女性的教育程

度和户籍特征的分布情况，并将其与总体情况进行
了比较。通过对比不难看出，相对“早婚”的男女青
年的教育程度分布明显向低水平倾斜，具备专科／
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比重很低；而从户籍特征的
分布来看，农村青年明显比城市青年倾向于早婚，
特别是京外户籍的农村青年，这一点在女性方面表
现得尤为突出。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述结果
是经济发达、高度城市化的北京地区的情况；在全
国其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我们可以预见
“早婚”群体的“以农村为主、低教育水平”的特征将
更加显著。这意味着降低法定婚龄的效果很可能
与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即由于逆向选择的作用，
并不适合早婚的人群成为了政策惠及的群体。随
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婚姻和生育已渐渐分
离；但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在避孕技术和人们的
避孕意识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早婚往往不可避免地
与早育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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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新闻网：调查称内地四成网友拒“裸婚”认为须先有房，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ｓｈ／２０１２／０２－１０／

３６５７８８９．ｓｈｔｍｌ。



表６　北京市“早婚”男女与总体的教育程度和户籍特征分布①

２２岁男性 男性总体 ２０岁女性 女性总体

频次 比重（％） 频次 比重（％） 频次 比重（％） 频次 比重（％）

教

育

程

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３２７　 ３．８７　 ８，２７２　 ０．９２　 １，３６０　 ８．９８　 １１，５９９　 １．２９

初中 １１，１８８　 ３２．６６　 ９２，８７８　 １０．３３　 ７，０３５　 ４６．４７　 ９６，８３４　 １０．７７

技校／职高／中专 １０，４４７　 ３０．５０　 １１９，６７２　 １３．３１　 ３，３７２　 ２２．２７　 １１４，７２７　 １２．７６

高中 ４，７７９　 １３．９５　 ８１，０１０　 ９．０１　 ２，１２５　 １４．０４　 ７３，１８８　 ８．１４

专科／本科 ６，４０９　 １８．７１　 ４６２，０５３　 ５１．３９　 １，２３２　 ８．１４　 ４８７，４０８　 ５４．２１

研究生 １０６　 ０．３１　 １３５，２２６　 １５．０４　 １５　 ０．１０　 １１５，３５６　 １２．８３

合计 ３４，２５６　 １００　 ８９９，１１１　 １００　 １５，１３９　 １００　 ８９９，１１１　 １００

户

籍

特

征

北京城市 ９，０１０　 ４４．８７　 ３９２，８３０　 ７３．９７　 ２，１０１　 ２０．２６　 ３０７，５２０　 ５７．９１

北京农村 ８，６８５　 ４３．２５　 ６２，４５８　 １２．００　 ２，７８６　 ２６．８６　 ４７，３０６　 ８．９１

京外城市 ６６９　 ３．３３　 ５７，４１６　 １０．８１　 １，０５１　 １０．１３　 １１４，５６９　 ２１．５７

京外农村 １，７１５　 ８．５４　 １８，３３８　 ３．４５　 ４，４３３　 ４２．７４　 ６１，６４７　 １１．６１

合计 ２０，０７９　 １００　 ５３１，０４２　 １００　 １０，３７１　 １００　 ５３１，０４２　 １００

　　降低法定婚龄不是鼓励早婚，而是对有早婚需
要人群的权益保障。但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来
说，有早婚倾向的人群集中于农村教育程度偏低的
青年男女，因此一旦对法定婚龄做出调整，在缺乏
充分解释和积极引导的情况下，负面效应很可能会
超过其积极意义。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北京市２００４－２０１１年的婚姻登记数
据的分析表明，近８年来的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均显
示出明显的递增趋势，双方均为晚婚的夫妇的比重
接近８０％。北京的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均高出法定
婚龄近６岁，法律因素对于大多数人的婚姻决策已
不构成约束，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教育年限的
增长、社会开放度提高带来的人口迁移、以及日益
增大的生存压力和婚姻成本等等，成为影响婚龄推
迟的主要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观念的进步，法的

因素对婚姻的影响将愈加有限。世界上很多国家
法定婚龄虽然定得很低，但人们结婚并未紧随法定
婚龄，而是实际结婚年龄远远高出法定婚龄。就这
一点来讲，我国似乎也具备了降低法定婚龄的条

件，既保证少数有早婚需求的人的权益，又不会产
生大范围的过大影响。但是对北京２２岁初婚男性
和２０岁初婚女性的特征分析表明，倾向早婚的大
多为农村的教育程度偏低者；相对而言，在城市化
水平偏低且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早婚人群的上述
特征很可能会更加突出。在逆向选择的作用下，法
定婚龄的降低很可能使大量并不适宜早婚的人群

更早地步入了婚姻。尽管法定婚龄仅仅是一个年
龄“底线”，但其“引导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尤其
是在当前农村的早婚风气仍然较重的情况下；同时
受农村传统风俗和从众习惯的共同影响，难免会促
成大量的早婚。此外，当前很多农村地区避孕技术
和避孕意识尚不普及、文化观念也还相对落后，生
育控制、优生优育、妇幼健康等也都可能成为继发
的问题。
降低法定婚龄充分尊重公民权益，体现了以人

为本的精神，并期望能够引导全体适婚人群在最合
适的年龄结婚生育，这些都是降低法定婚龄的积极
意义所在。但从其可能产生的宏观影响来看，在我
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下存在明显的逆向选择，降低法
定婚龄难以起到调节生育、优化人口结构的作用，
相反可能产生更大的负面效应。因此，在我国大部

５９高　颖　张秀兰　降低法定婚龄适时可行吗？

① 由于２００９年９月之后的数据库中没有再记录登记者的城乡户籍特征，因此表中针对户籍特征的统计结果是基于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９年９月期间５３１，０４２对户籍记录明确的初婚夫妇的数据进行的。



分地区环境条件尚不成熟、配套的技术和政策措施
尚不完备的条件下，降低法定婚龄宜暂缓实行。
（感谢北京市民政局计算机信息中心的数据支持，

以及张伟主任在数据使用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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